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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初的历史语境下， “由实学兴教化”的理学官僚治理
模式契合百废待兴的时代命题。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

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因此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

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为了谋求政治生存空间，理学官

僚遂贯彻技术性政策于地方治理中，并由此实现了向技术官僚的转型。这一

过程既缘于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也是理学官僚力行践履时的自我觉醒

与进化，体现了清代官僚政治因时、因势而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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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儒学案》在总结乾隆时期理学官僚尹会一的事功时，称其 “为学务

在力行，于古今学术纯驳，审择之而未尝攻斥”。① 也就是说，尹会一注重

践履而鲜少专论儒理。依此，尹会一对 １８世纪求真务实的政治环境应当颇
为适应才是，然而揆诸史实却不尽然。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至雍正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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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年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 “清代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利的设

置与运行”（２０１７ＴＳ１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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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４０９页。





尹会一担任襄阳知府期间因赈济穷黎、端正民风等敦本务实的政治举措而声

名颇佳，当他离任时，“襄中绅士兵民，焚香祖道，垂泪献觥相属，纪公善

政，绘图为诗歌”。① 出任河南巡抚后，尹会一沿袭其理学官僚治理模式，

劝课农桑、敦风厉俗、兴行教化。根据 《尹少宰奏议》，尹氏在任上前后上

奏６７次，其中涉及农桑、赈恤、风俗等利民济生方面的奏折就有 ５０件之
多。② 尹会一去世后，河南官民请祀尹会一于名宦祠，颂声颇著。但与之形

成对照的是，在高宗的谕令中，尹会一却被归为 “持禄尸位之辈”，乾隆五

年 （１７４０年），高宗斥责尹会一 “
"

茸委靡，苟且因循”， “实未见其悃?

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也”。③ 令人颇感矛盾的是，这则谕文的主旨原

本在于劝诫督抚大吏以教、养二端为重，这是乾隆对御史沈世枫奏言督抚好

大喜功、邀宠媚上的正面回应。谕文对尹会一 “
"

茸委靡”的断语，应指

其 “自任豫抚以来，属员怠忽，不知畏惧”，“谳狱弭盗，多未妥协”④ 等。

可见帝王虽称言 “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教养二端”，⑤ 但在真正衡量地方官

吏的政绩时，以化民成俗为主的传统的 “行道”式地方治理模式似乎处于

明显劣势。这固然是尹会一个人的不幸，但也反映出传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

在此时的颓然失势。

雍乾时期的理学官僚应如何自救以力挽颓势？儒理之臣该如何作为方可

向上谋求政绩、获得生存空间，向下为民请命、不枉儒臣身份？归根结底，

这关系到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的进化与转型。

虽然从广义而言，清代凡是科举进身者皆可称为理学官僚，但本文所谈

的理学官僚是指 “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

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⑥ 这一群体因恪守程朱之学而更多地倾向于人心

与治体，重视根据理学宗旨整饬基层教化，强调敦厉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

性。长期以来，理学官僚在社会治理和维持政治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进入１８世纪，诚如马子木所说：“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精细化，
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而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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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炽编次，方苞阅定：《尹健余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年版，第 １１页。
参见尹会一著，张受长编：《尹少宰奏议》，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年版，第 ９～８１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１２３，乾隆五年七月庚寅，《清实录》第 １０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影印
本，第 ８０６页上栏。
《清高宗实录》卷 １０４，乾隆四年十一月庚戌，《清实录》第 １０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影
印本，第 ５６６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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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 ８０６页下栏。
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第 ４１页。



理学官僚的知识世界，实学中经济乃至治理技术的层面被日益凸显。”① 在

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迎合皇权政治文化，拓展自我生存空

间，部分理学官僚开始在处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主动将目光延伸到技术领

域。他们由此兼备了技术官僚的行为特征，成为清代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代

表人物。也就是说，清雍乾时期的技术官僚不仅具有传统理学官僚重视人

心、治体的特点，能够基于道德践履阐发实学论，而且可根据时务之所需，

在政治、经济领域贯彻技术性政策，以此谋取生存空间。

关于清雍乾时期官僚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一般认为理学官僚向技术官

僚的转变得益于其自身推崇的经世之学。② 具体来说，理学官僚从现实需要

出发，将河工、漕运等方面较为专门的知识纳入实学的范围，这是转变的内

在因素；③ 而１８世纪理学官僚面临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则是转变的外在推
动力。④ 这种解释当然言之有理，但并不能完全反映雍乾时期地方治理中，

传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向技术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全部内容。若将理学官僚

的此种转型置于较长时段去理解，不难看出，这当是雍乾时期地方治理的题

中之义，是理学官僚群体谋取生存空间，进而实现 “内圣外王”的应行举

措。所以本文的主题，即基于清代理学官僚的政治生存状况，重点阐释雍乾

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在地方政治运行中的转型，并对这一过程在不同时段

的特点与变化予以分析和说明。

二、清代前期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

清代前期理学官僚 “由实学兴教化”的地方治理模式是儒理之臣根据

政权建设所需，对传统儒家从人心到治体的政治理念的承袭与践履。顺康时

期，基层社会从经济民生到社会秩序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紊乱，“蓬蒿满路，

鸡犬无声”，⑤ “民不聊生，饥寒切身”，⑥ “起而为盗”。⑦ 在这样的时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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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应泰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 《明史纪事本末》卷 ７２《崇祯治乱》，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２０７页。
《清世祖实录》卷７５，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清实录》第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第 ５９３页上栏。
《清世祖实录》卷１２５，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丙子，《清实录》第３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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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恢复生产、端正民风等无疑是地方政治的要务。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年）
十月发布的 “圣谕十六条”对清代政治影响深远，其内容涉及教化、风俗、

刑罚、农垦、催科、诉狱、弭盗等诸多方面，传达了清廷对地方治理的基本

理念。① 又康熙十年覆准， “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误

农时，毋废桑麻”。②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谕令规诫地方官吏劝课农桑、敦

风厉俗，务求休养生息以恢复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一斑。

为贯彻王朝政令，理学官僚在施行休养生息政策、恢复社会秩序方面表

现积极。康熙时期，陆陇其任嘉定知县，因当地 “赋多俗侈”而 “守约持

俭，务以德化民”，③ 为官 “慈惠廉平，一尘不染”，陆陇其 “去官之日，小

民焚香攀送，巷无居人”；④ 江苏巡抚汤斌 “宽民力、兴教化”，以 “培植根

本为务”；⑤ 直隶巡抚李光地 “恤民之隐，尤尽心于农田水利”；⑥ 张伯行

“所至平粜赈饥，褒廉纠墨，问民疾苦，宣布朝廷德意”，⑦ 任福建巡抚期

间，他 “访求闽中士有行谊博闻好古者，令郡县资送，延入学舍，给衣服资

用。公每月中三四至，与讲论儒先为学之旨，修己治人有用之学。所成就人

材甚众”。⑧ 康熙对张伯行大加赞赏，谓之 “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⑨ 另

据 《榆巢杂识·理学名臣》： “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文

端、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张清恪、李文贞，皆崇尚理学，践履笃

实。”瑏瑠 理学名臣当是清代文人阶层冠予理学官僚精英群体的殊荣。

康雍乾时期颇负盛名的理学名臣朱轼也值得一提。朱轼于康熙三十三年

·９１１·

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 《清圣祖实录》卷３４，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清实录》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
印本，第 ４６１页上、下栏。
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１６８《户部·田赋·劝课农桑》，《续
修四库全书》第 ８０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６９４页上栏。
《清史稿》卷 ２６５《陆陇其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年版，第 ９９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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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乾学：《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钱仪吉纂，靳斯标点： 《碑传集》卷 １６，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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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１３，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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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 １７，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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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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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 １７，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５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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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进士，曾先后外任湖北、陕西、奉天、浙江等地官员，其施政重在人

心、治体，“厚风俗”是其经理地方的基本要旨。康熙五十九年，朱轼迁转

回京，享有声名，宦途稳固。① 雍正二年，世宗因朱轼与沈近思 “外任多

年，周知地方利弊”，钦选二人合编 “州县事宜”，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

也是对朱轼在康熙时期采取的地方治理模式的认可。

我们认为，理学官僚的政治生存不仅指持官获禄、获取政绩，而且体现

了他们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想———施政为民，追求长治久安。陆陇其、汤斌、

李光地、张伯行、朱轼等施行的 “由实学兴教化”的治理模式，顺应了清

代前期的政治需求，是理学官僚践行儒家至高理想的直观表现。与此互为表

里，皇权亦赋予理学官僚应有的政治地位。总之，由于在清代前期恢复社会

秩序等方面的突出贡献，理学官僚有效拓展了自己的政治生存空间。

　　三、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雍乾时期的地方治理

新模式

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 “性情僻暗，信用佥邪，

贤否倒置”，控诉其重用无赖张球为上蔡知县，并听信张球谬论，弹劾进士

出身的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诚等人。③ 李绂，康熙四十八年进

士，被梁启超誉为 “陆王派之最后一人”，④ 曾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

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广西巡抚、直隶总督等职，⑤ 是清代著

名的儒臣。田文镜则是监生出身，较少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治理地方时唯帝

王意志是从。也就是说，李绂与田文镜在为官之道、施政方法上有所不同。

在事态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即便李绂参奏田文镜的一些内容被证明属实，雍

正也依然对田文镜百般维护；⑥ 而对李绂，雍正则在朱批中称：“今日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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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绂而不在田文镜也。”① 可见雍正对传统儒臣的施政方式似乎并不感兴

趣。此外，虽然雍正起初钦选了理学名臣沈近思、朱轼编纂 “州县事宜”，

但在雍正七年，他却以沈近思物故、朱轼多病为由，将 “州县事宜”的编

纂者最终更换成了李卫与田文镜。② 这种变动也从侧面说明，传统理学官

僚的治理模式在新的时局下或已不再受到重视。因此，对理学官僚群体而

言，为充分获取生存空间，实现其政治抱负和价值理想，寻求进化与转型

是势在必行的。

宽泛而论，凡是贯彻技术以及技术性政策于政治事务的官员，皆可谓技

术官僚。但本文关注的并非雍乾时期所有的技术官僚，而是其中传统、典型

的理学官僚，研究这一群体向技术官僚的转化与升级。实际上，儒吏迫于生

存向技术官僚靠拢，早在汉代就已颇见端倪。汉代重吏治，虽然主观上并不

排斥儒生，但儒生若 “便习官事”，则其宦途会更加通达顺利。③ 到清雍乾

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进化，或者说清代儒生对技术的贯彻，比之汉

代更加深入彻底。这不仅是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新的发展动向，而且属于时代

之显象。高王凌曾基于１８世纪的 “理学家”列举彼时的经世官僚，便凸显

了这一群体在经世方面的重要倾向。④

清雍乾时期，由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成功转型的代表人物有朱轼、孙嘉

淦、顾琮、高斌、张师载、陈宏谋、杨锡绂等。⑤ 本文重点关注朱轼及其两

位门生陈宏谋、尹会一，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具有关联性，而且其官阶与学术

皆显耀于当世，但是三人的宦途发展却不尽相同。故而将此三人进行对比，

以分析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的转型，无疑非常具有代表性。

需要说明的是，朱轼虽然是理学名臣，在治理地方时也确实比较关注人

心与治体，但他在康熙五十九年时，就凭借政绩内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从

而得以免于雍正即位后，政治文化在用人铨选方面的转变给理学官僚 （特别

是其中的地方官员）带来的冲击。另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朱轼早在康熙

年间就积极地将技术性政策贯彻于政治事务中，由此兼具了技术官僚的身

份，这是他继续受到雍正重用的根本原因。

朱轼在康熙五十七年治理浙江时，一方面 “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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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① 另一方面针对加固江南海塘创造性地提出了 “木

柜法”，即 “以木为柜横贴塘底，实以碎石以固塘根。又用大石高筑塘身，

附塘另筑坦水石以护塘脚，毋使潮水浸入”。② 这次技术改进卓有成效，在

官民的共同努力下，海塘工程修筑得十分坚固，因此直到雍正十三年仍得到

杭州将军傅森的赞赏：“自李家村至海宁县迄西大石堤之尾，垫木枝修筑之

柴塘堤，十分内被风潮冲塌七、八分。再，大学士朱轼任浙江巡抚之时，所

修筑之海宁县以西五百丈大石堤，毫无冲坏之处。”③ 由此可见，在康熙执

政末期，朱轼就已具备了技术官僚的行为特征；而进入雍正朝后，他的这种

特征变得愈加显著。雍正二年，浙江出现特大海潮，朱轼奉旨驰驿前往浙江

主持塘工。④ 雍正十三年，朱轼因同样的情况又一次前往浙江，⑤ 后虽因世

宗驾崩未能成行，但他屡次在关键时刻受到重用，体现了统治者对其技术官

僚身份的承认。此外，雍正三年，朱轼还曾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

份，请命前往直隶查勘营田水利，他结合畿南实际，先后奏表 《查勘畿南水

利情形疏》《畿南请设营田疏》，⑥ 世宗允行照办。到雍正四年秋季，“田成

岁稔，凡一百五十顷有奇。而民间之闻风兴起，自行播种者，若霸州、文

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丘，共七百一十四顷有奇，皆于积潦停洳

中随方插莳，尽获收获。于是争求节水疏流，以成永利”，⑦ 这是朱轼将技

术性政策成功贯彻于地方政务的又一明证。

陈宏谋是乾隆时期典型的技术官僚，他担任陕西巡抚期间，除沿袭其以

往的理学官僚模式，重视教育与教化外，还在乾隆十年针对陕西粮食匮乏的

情况颁布 《劝民领种甘薯谕》，提出 “从江、浙、豫、蜀各省购觅薯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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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有善种之人到陕”，① 强调因地制宜，推广甘薯种植。此外，乾隆十一年、

二十二年，陈宏谋颁布 《通查放养山蚕檄》 《续行山蚕檄》，募请山东、河

南、江浙等地养殖经验丰富者向陕西农民传授蚕桑技术；② 乾隆十三年、十

六年，陈宏谋颁布 《兴除事宜示》《劝种桑树檄》，“招集南方机匠”来陕传

授纺织技术；③ 乾隆二十年、二十二年，陈宏谋颁布 《申行蚕织檄》 《筹拨

蚕馆工本檄》，规划、协调蚕桑技术推广过程中所需的经费、人力等资源。④

凭借这些举措，陈宏谋改变了长久以来 “秦中无衣”的窘迫状况，并使关

中地区的蚕桑业一度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⑤ 此外，乾隆十五年，陈宏谋还

重新启动了陕西地区的凿井灌田水利计划，根据当地的地理水文特征，从容

不迫地有序开凿，有效缓解了陕西农田的用水困难，提高了陕西农业生产的

抗旱能力。⑥ 陈宏谋对技术的高度重视，也使他颇有盛名，彭启丰为陈氏撰

写的墓志铭便评价道：“公固未尝以学自名，而人之推公者，觇于其政而知

之也。”⑦ 因应于此，陈宏谋在乾隆时期的政治生存空间也逐渐扩大，先是

成为封疆大吏，晚年又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⑧ 可谓深受

乾隆器重。

尹会一亦曾在担任河南巡抚期间，为解决河南的人地矛盾而引入精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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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乾隆二年十月，尹会一上 《敬陈农桑四事疏》，所谓 “四事”，其一，

“天时之宜乘”；其二，“人力之宜尽”；其三，“树艺之宜广”；其四，“女

工之宜勤”。具体而言，尹会一指出当时河南的农耕技术存在简单粗放的缺

点，认为河南农民 “罔知节候”，“惟图广种”，并提出了应当进行精耕细作

的主张——— “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

三十亩”，① 旨在以 “力专”代替 “广种”，通过劳动力的集约投入提升河

南的农业生产效率。然而，揆诸现有史料，此后直到乾隆四年十一月尹会一

请辞侍母，始终未见河南以 “力专”代替 “广种”来提高亩产量的相关记

载。尹会一只是在乾隆三年十二月上 《奏报栽树成数疏》时汇报了 “四事”

中第三项 “树艺之宜广”的工作进度，称河南当年栽植成活的树木共一百

九十一万余株。② 尹会一对农业 “力专”的执行情况避而不谈，或许可从侧

面证明其目标并未实现，但即便如此，尹会一也依然是乾隆时期理学官僚试

图向技术官僚转型的代表，只是比之朱轼、陈宏谋，尹会一的转型没有那么

顺利。

实际上，尹会一和陈宏谋同为理学官僚，相似之处颇多。首先，尹会一

在乾隆二年受命担任河南巡抚，陈宏谋则在乾隆六年被擢升为江西巡抚，二

人均在乾隆初年成为地方大员，故而受到同样的皇权政治文化的影响。其

次，二人皆是朱轼门生，为政之道与座师朱轼颇为相似，尤其是尹会一，他

曾在担任襄阳知府时，以书信方式向朱轼表达了其个人对践履理学于民生经

济的向往，并称希望得到朱轼的教诲与指导。③ 尹会一升任扬州知府后，朱

轼赠之以亲编的 《历代名臣传》，切嘱尹氏学习历代名臣治政之精髓。④ 不

过，就政治际遇而言，尹会一比陈宏谋要坎坷得多。虽然陈宏谋也曾受到乾

隆的斥责，但他在技术性政策的贯彻实施方面相对成功，其理学官僚向技术

官僚的身份转型过渡平稳，所以陈宏谋的政治生存空间可以在总体保持稳定

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反观尹会一，他在乾隆五年正式卸任河南巡抚后，一直

到乾隆十一年才被重新启用为江苏学政，且最终止步于此，再也无缘担任地

方民政官。由此可见，乾隆时期地方官僚的技术性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

·４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尹会一著，张受长编： 《尹少宰奏议》卷 ３《敬陈农桑四事疏》，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５～２８页。
参见尹会一著，张受长编： 《尹少宰奏议》卷 ６《奏报栽树成数疏》，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５６～５８页。
参见尹会一：《健余先生别集》卷 １《上朱高安先生》，《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２６８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７３８页下栏。
参见尹会一：《健余先生文集》卷 ５《上朱高安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
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２６８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６５２页下栏至 ６５３
页上栏。



上，其实际成效决定了官僚个人的宦途走向。

除了朱轼、陈宏谋以外，理学名臣高斌亦是清代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成

功转型的代表。高斌曾在雍正十三年到乾隆十八年间三次担任江南河道总

督，其间奏请疏浚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萧县王家山、睢宁县峰山等处引

河；提议于淮扬运河清口至瓜洲段的天妃、正越两闸下，“相距百余丈，各

建草坝三。坝下建正石闸二，越河石闸二。又于所建二闸尾各建草坝三”，

以应对洪泽湖水位的异常上涨；主张开凿新运口，堵塞旧运口，避免黄河倒

灌；“设立徐州水志”，以确定各处闸坝的开闭时机。在上述治水举措中，

高斌展现了其作为技术官僚的一面。对于高斌的治水成效，乾隆有 “颇著劳

绩”的赞誉，认为他在一众河臣中，虽不如靳辅，但 “较齐苏勒、嵇曾筠

有过无不及”。①

若我们将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的为政措施与其对政治生存空间的谋取相

联系，便不难发现理学官僚虽然需要通过种种举措贯彻君主意志，但在此过

程中，也会将其政治抱负经由内在的自觉性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在处理及

解决民生问题方面成为 “专家”。② 故而对技术的选择和运用，一方面是理

学官僚拓展政治生存空间的切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践行经世要旨、实

现个人政治价值的直观体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清雍乾时期的技术官

僚治理模式作出如下阐释：雍乾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的转变，地方政治进入

新的阶段，朱轼、陈宏谋等部分理学官僚在保留原有的政治特性的同时，主

动对统治者加以迎合，将技术性政策付诸地方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以此谋取

政绩，并为民解忧，进而实现个人政治价值。

四、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转型的政治逻辑与时代意义

清雍乾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既存因素共同催化了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

转型。这意味着，对雍乾时期地方官僚治理模式的嬗变，不能孤立地理解与

分析。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技术官僚的大量涌现，既是政治文化转变的产

物，是补益时务急需的，也是在经世学理念指导下，理学官僚谋求政治生存

时的自我进化。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充分结合历史背景，以官僚政治为本，

更加深入地解读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政治逻辑与时代意义。

帝王意志的变化自然是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型的主要政治文

化因素，它提供了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客观政治条件。一般认为，理学

·５２１·

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①

②

参见 《清史稿》卷 ３１０《高斌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年版，第 １０６２９～１０６３４页。
参见刘凤云：《十八世纪的 “技术官僚”》，《清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第 ２０页。



官僚没有追求经世致用的主动权，而必须仰仗君主，他们在此情况下只能

“待”。① 雍正即位之后，清代的皇权政治文化在用人铨选方面出现了新的动

向。雍正不喜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 “由实学兴教化”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

相较于中正平和的儒臣风范，他更青睐勇于任事、以实务为主的政绩斐然的

能吏风格。与此相对应的是，清廷考察地方文官政绩、实施升降黜陟的大计

“四格”，从康熙时期的 “守、才、政、年”，调整为雍正时期的 “守、政、

才、年”。② 其中 “政”的位置上升，是皇帝看重地方文官政绩在制度层面

的直观体现。在此制度反映的精神和原则之下，敦风厉俗等耗时费力的地方

政务逐渐遭到忽视，而理学官僚却向来重视整饬风俗与教化人心，认为这是

地方官为政的根本，如沈近思便曾说： “风俗渐好，下面事便轻减了一

半。”③ 所以在雍正时期，传统的理学官僚较难迎合帝心，当时深受帝王喜

爱的多是能吏，如田文镜、李卫、王士俊等。一旦涉及朝堂斗争，在传统的

理学官僚和能吏之间，皇权往往不会倾向前者。

乾隆即位之后，清代的政治文化虽然出现了一些向康熙朝回归的迹象，

乾隆也试图将康熙与雍正两位帝王的政治风格融为一体，但揆诸现实，由于

社会矛盾不断发酵，为维持既有统治秩序，地方政治总体上仍须沿着雍正时

期的既定轨道持续向前。同时，乾隆个人亦注重实学，认为 “学皆实学，行

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以 “有功于世道人心者，

显著于家国天下”。④ 乾隆七年，素有理学名望的两江总督德沛因治河不力

被乾隆斥责：“若不勤理政务，实力拯救灾黎，而空谈道学，实属无益

也。”⑤ 史载德沛每到一处任官，必立书院以聚徒讲学，他视人心为风俗之

本，曾言：“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复古，非讲学无以明之。如使风

化日移，胜纷据于咿唔之学多矣！”⑥ 由此可见，德沛是名副其实的厚风俗、

重教化的理学名臣，他之所以受到乾隆的斥责，或许是因为其为政之道与乾

隆心目中的治世之道相去甚远，乾隆便以治河不力为由，表达其对德沛等传

统理学官僚奉行的地方治理模式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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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无论是帝王意志的变化，还是理学官僚地方治理模式的转

型，均非凭空而起。关于后者，罗威廉对陈宏谋的研究已表明，在治理地方

时，所谓１８世纪的 “正统精英”需要处理的问题极具多样性；① 高王凌则

强调同一时期的 “经世家”对涉及范围极广的人口问题的密切关注。② 我们

在理学官僚处理的众多地方政务议题中，选取了农业生产与河工、海塘治

理———二者集中体现了理学官僚对技术性政策的贯彻，因而也就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我们探究彼时政治文化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人口对耕地和粮食产量造成的压力主导了清雍乾时期的社会变化。乾隆

六年，中国人口在官方记载中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③ 人口增长导致对粮食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实际上在康熙后期，各省已无多少可垦之地。雍正即

位之初便坦言：“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

数。”④ 雍正十三年朱轼奏称：“我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通都巨邑，无

一隙未耕之土。”⑤ 耕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总量趋于恒定，而人口增

长却具有长期稳定性，因此彼时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人口与耕地之间。人

地矛盾影响百姓的基本生计、政府的税赋征收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而

在人口激增、耕地有限的背景下，要缓解这一矛盾，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

就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加以改进。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优化技术来应对人

地矛盾的做法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农业从事者和

管理者早已认识到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是解决人地矛盾的关键所在。⑥ 只是在

清雍乾时期，由于人地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官僚群体对这方面更加关注。彼

时理学官僚在人心与风俗之外，尤为注重结合地方政治所需，将技术贯彻落

实于农业生产，如朱轼在直隶推广营田水利技术，陈宏谋在陕西推广凿井灌

田与蚕桑养殖技术，尹会一在河南推广精耕技术等，皆是明证。概言之，农

业生产成为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型的重要场域之一。

除了农业生产外，河海治理对民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在地方政治中同

样极具分量。在１８世纪的技术条件下，河海治理的难度自不待言，且河海

·７２１·

张少娜：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美］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参见高王凌：《１８世纪经世学派》，《史林》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第 １５０页。
参见 《清高宗实录》卷１５７，乾隆六年十二月，《清实录》第１０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
印本，第 １２５６页下栏。
《清世宗实录》卷１６，雍正二年二月癸丑，《清实录》第７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第 ２７２页上栏。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 ９２，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３２０８页。
参见薛国中：《１６至１８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年
第 ２期，第 ８７页。



水利工程之所以深受技术官僚关注，也与这一时期水患频发带来的巨大损失

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一方面，水患频发迫使水利工程的营建持续不断，而

大量的工程必然需要巨额经费支持；① 另一方面，水患还会破坏地方生产关

系，引起粮价的陡升，从而构成对地方治理的压力。譬如雍正二年七月江南

遭到风暴潮袭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种种救济措施，但在雍正二年十月到雍

正三年五月间，苏州、杭州等地的粮食价格仍要比丰年的同期价格高出许

多。② 故此，雍正二年十二月，世宗针对浙江塘工下达了 “海塘关系民生，

必须一劳永逸”③ 的谕令；雍正五年，世宗在论及江苏水利时亦强调 “开浚

水道，为久远之计”；④ 此后针对黄河水务和江苏塘工，世宗又于雍正七年

和雍正十年作出了同之前类似的要求。⑤ 雍正对 “一劳永逸”治水理念的强

调，表明了河海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雍乾时期的理学

官僚同样高度重视河海治理。如陈宏谋在天津道任职时，撰写 《放淤事宜七

则》⑥ 作为治理南运河的指导性原则，并实现了 “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

入、堤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沉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⑦ 的目标。出

任江苏巡抚后，陈宏谋依然 “尤专意水利”，取得了 “疏丁家沟，展金湾

坝，浚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⑧ 的成

绩。除陈宏谋以外，还有不少理学官僚在河海治理方面颇有所成，如孙嘉

淦、顾琮整治永定河，⑨ 杨锡绂禁止陂塘改垦，瑏瑠 等等。他们以分布于各地

的江河湖海为场域，逐步实现了向技术官僚的转型。

帝王意志与地方政务的实际需求，是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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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因素，而这一时期的经世学，作为理学官僚的内在信念，当为其实现

转型的主观驱动因素。和卫国认为，１８世纪的理学依然需要通过一批官僚
践行其经世的原旨，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则集中体现了此时经世学的价值取

向；① 马子木进一步指出，１８世纪的技术官僚，如高斌、顾琮、张师载、杨
锡绂等，均具有朱子学的学术渊源。清初理学官僚虽亦讲求实学，但主要是

基于儒家道德践履以阐发实学论，而雍乾时期的理学官僚则明显更加关注实

学中的技术层面。② 因此，经世学便成为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实现自我价值的

重要依归。如陈宏谋曾许下 “以醇儒之学术，发为名臣之经济”和 “本经

术以经世，言近而指远”③ 的愿望，杨锡绂也力行 “本诸学问以见经济”，④

这体现了雍乾时期的 “学问”不仅指学术造诣，而且包括专业性较强的经

世知识。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那些成功实现向技术官僚转型的理学官僚，

在追求 “内圣外王”之道和践行经世济民理念方面，应是当时整个官僚群

体中的佼佼者。

考之文献，经世致用理念并非在清雍乾时期才出现，北宋胡瑗已有 “明

体达用”之说，⑤ 明代晚期的东林党人也大多倡导经世思想，至于清初，顾

炎武、黄宗羲等人在反思明朝政治得失之时，更是将经世理念推至高峰。那

么，经世学为何没能在当时就催生出技术官僚群体？脱胎于理学官僚的技术

官僚群体缘何在清雍乾时期才开始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雍乾时期社会

矛盾进一步激化，经世学因此担负起应对时代危机的重责，并强势占据了理

学官僚知识世界的主要部分，成为理学官僚转向技术官僚的义理导向；另一

方面，清代中前期，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森严，屡屡大兴文字狱，

理学官僚通过注经、论史等方式表达政治关怀与悲悯意识，不时招致杀身之

祸。⑥ 所以在清雍乾时期，许多理学官僚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从思想文化

领域淡出。正所谓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理学官僚将空余的思绪与精力

投注到政治实践中，把 “学”与 “事”相结合，再延伸、施加于 “仕”，似

乎为其毕生所学找到了最佳归宿。陈宏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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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以学为人，即以讲求乎仕之理也；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

实践乎学之事也。事、理本属相资，体、用原归一致。世之学者，每歧

而二之于古人嘉言善行，不能切己体验，书自书而我自我，遂至学自学

而仕自仕。①

陈宏谋认为，“理”与 “事”之关系堪比 “体”与 “用”，二者密切相关，

并且相互促进，学者应将 “学”付诸 “治民事君”的实践中，实现 “学”

与 “仕”之间的良性循环。作为陈宏谋的座师，朱轼自然同样力主 “经”

与 “事”的紧密结合，认为 “经”是治事之要理，“事”为阐发经学之土

壤，② 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成就。在 《历代名臣传序》中，朱轼讨论了圣

王之学、道德以及功名的基本关系，将之概括为 “天生圣贤以为天下，未

有功名不本于道德，亦未有道德而不发为功名者”，③ 即 “学”当内蓄为

道德、外发为功名，圣学是功名之本源，功名则为圣学之外在表现，强调

理学的经世致用性及其在道德与事功方面的本源性。正因为如此，朱轼极

其关注历史上著名的技术型人才，在其著作 《史学三编》中，郭守敬因精

于水利技术而被朱轼纳入名臣的范畴，循吏张伦、韦景骏、裴延俊等也都

因有功于农田水利而入选，这些显然是朱轼重视技术的表现。要之，清雍

乾时期的理学官僚不仅很好地领悟了 “学”与 “仕”的关系，明确了贯

彻技术性政策对政治前途的重要性，而且从义理层面为自身行为提供了充

分理据。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实学兴教化”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适应于百废待兴的清

代初年。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后，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承受了更大压

力，现实对官僚政治提出了更高要求，故亟须对原本以敦风厉俗、兴行教化

为重点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做出调整。这一时期，理学官僚通过经筵会讲教

化帝王的努力亦持续受挫，不仅讲官的帝师之位出现动摇，而且一般士人也

已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掌握儒家道统的能力。再加上文字狱的思想钳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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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帝王对士人关于历史书写的规训，更使他们自觉地舍弃了褒贬历史的权

利。① 当思想文化领域的萎缩与补益时务的现实需要同时产生影响时，理学

官僚群体便在经世学的驱动下，以实现自我政治价值与拓展生存空间为要

旨，通过在地方政务中贯彻技术性政策，开始出现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在此

过程中，理学官僚对新技术的推广也起了一定促进作用。②

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型，一方面体现了官僚为皇权服务的基本特

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其自身的价值追求。比如朱轼在注重运用技术和专业

知识处理地方事务的同时，还撰著了 《历代名儒传》和 《历代循吏传》来

彰显其儒臣情怀；陈宏谋亦始终坚持 “天下之风俗，征于人心，人心厚，则

礼让兴而讼端息”③ 的理念。所以像朱轼、陈宏谋这样的技术官僚，正是理

学官僚通过自我完善实现转型的突出代表，他们拥有强烈的事功意识，因此

可以在察觉到政治文化的风向出现变化后，充分利用皇权赋予的权力，顺时

应势地进行角色转变。这一过程既体现了理学官僚的学旨所向，也是其谋取

政治生存空间的具体表现。

技术官僚的存续基础在于他们是合乎政治目标和治理结构的技术合理性

的载体，④ 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即契合了当时的政治

所需，只不过此类旧式技术官僚的身份往往被理学官僚等其他身份掩盖。

随着 “西学东渐”的愈演愈烈，传统的官僚政治受到强烈冲击，自洋务运

动开始，在清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中，涌现出

了大量的新式技术官僚。他们作为 １８世纪技术官僚的后辈，既是 “传统

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新元素”，也是 “近代西方科技向中国渗透的过程在制

度上的反映”。⑤

（责任编辑：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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